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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 
導言

張文朝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文獻研究室（以下簡稱「本室」）於二○一

八年舉辦「日本江戶時代《詩經》文本研讀」工作坊，邀集院內、外的臺灣青年

學者，討論、研究日本江戶時代 (1603-1868)學者所著《詩經》學之文本，如太宰

春臺《朱氏詩傳膏肓》、西山元文《詩經考》、日尾荊山《毛詩諸說》、八田華陽

《詩經古義解》、中村惕齋《筆記詩集傳》、中井履軒《詩雕題略抄本》等。研討所

得除已上網分享同好外，為使成果更顯完備，且不拘泥於江戶時代，本室遂進而於

二○一九年八月召開「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國際研討會，期盼將其研究

成果藉由本室所提供的資源及平臺，得以公諸於世，傳播同好。同時秉持此理念，

邀請臺灣及中、日、港等青年學者專家，針對「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展

開進一步的交流與討論，再將各位學者的研究篇章集結成《中、日《詩經》學之比

較研究》論文集出版。

書中共收錄了十三篇研究中、日《詩經》學的論文，分別論述、比較從日本

飛鳥時代到昭和時代日本學者《詩經》研究與中國研究的情況。作者則來自於中、

港、臺、日等地，不僅是目前學界未曾有的研究成果，更成為本書重要之所在。其

目的在於希望透過《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的出版，能促進經學比較研究

的國際化，而使將來有更多與各經相關的國際間比較研究成果的產生。

據考證，早在《詩經》傳入東瀛前，日本政府便已透過其他經書，援引《詩

經》中的辭彙、詩句運用在天皇的詔書、年號上。這種現象說明了中國經書對於日

* 張文朝，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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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具有相當重要性及影響力。時移勢轉，即使時至現代的「平成」，依然如故。二

○一○年七月，日本第一二五代明仁天皇因為擔心自己年事太高，無法視事執行

公務，遂萌生提早退位之議。緣此，新年號的產生成為日本政府亟須解決的重大課

題，議論之聲不絕如縷。二○一九年初，本室為籌辦「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

究」國際研討會，邀請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水上雅晴教授發表論文。水上教授當

時即擬以〈《詩經》與日本年號〉為題發表論文，新人耳目之餘，亦可見水上教授

有意將日本古來的行事與此次的會議主題結合，提出他對《詩經》與日本年號的

看法。〈《詩經》與日本年號〉一文，認為日本從使用大化 (645-650)年號以來，沿

襲至今不變，且其年號泰半脫胎於中國古代典籍。據悉，參與「改元定」（即決定

年號）會議的多數公卿，商議討論其間經常會引用《詩經》，根據日本漢學家森本

角藏 (1883-1953)的調查，從大化到昭和 (1926-1988)的二百四十六次改元中，出自

《詩經》的年號案一共提出過五十四個，採用了十五個。由此可知，《詩經》對於日

本年號文字和決定年號的過程確實頗具影響力！有鑒於此，水上教授因而關注年號

勘文上的《詩經》引文和難陳（即公卿篩選新年號的討論之中，涉及《詩經》的發

言）進行分析和探討。古代年號勘文所引經傳文字無疑來自日本國內的舊鈔本，甚

至《書經》的一些引文來自《隸古定尚書》，但是《詩經》的引文基本上與通行本

的文本一致。年號勘文上寫的《詩經》引文自有學術價值，通觀《元秘別錄》（即

匯聚年號勘文的資料集，此書本由高辻長成 [1205-1281]編成，由後人補登至江戶

時代末期），可以觀察到日本漢學變化的情況。例如從十四世紀晚期以後，年號勘

文上開始出現朱熹《詩集傳》等宋學注釋書。至於難陳，其中含有學術性的討論，

提到《詩經》經傳的發言也並不罕見。日本讀書人引用《詩經》的陳述，在其他史

料中難以看到，難陳的記錄不失作為理解日本經學情況和變遷的有效資料。

時至飛鳥時代 (592-710)，日本透過遣隋使、遣唐使與中國直接交流，依唐朝

制度制定大寶律令，《毛詩》成為當時大學的教科書之一。話雖如此，但在刻本盛

行的江戶時代以前，日本的書籍仍以鈔本為主流。孫巧智〈鈔本和刻本的消長與融

合─以《毛詩》經注文本衍化為核心〉一文，即以《毛詩》經注系統的衍化為核

心，將中、日兩國鈔本文獻和刻本文獻在競爭中互相融合的過程和各自特點聚焦論

述。論文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二部分討論中國本土的情況，以五代監本為起始

的刻本系統，憑藉其技術優勢和官方力量的推動，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而鈔本文

獻卻在其衝擊下逐漸萎靡；在鈔本缺失的情況下，《毛詩正義》由於保存了鈔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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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文本面貌，被作為鈔本的替代品而納入刻本系統的修正完善者之列。論文第三

部分討論日本的情況，鈔本作為平安時代 (794-1192)中期以來明經博士家學，特別

是清原、中原家的重要載體，在日本一直沒有斷絕。雖然後來地位有所下降，但仍

然以平等參校本的身分對刻本校勘發揮影響，並且還在這一過程中發展出了「拼合

式」和「融合式」兩種融合形式。作者最終認為，在中、日兩國刻本和鈔本的競爭

中，雖然刻本都取代鈔本占據了主導地位，但實際上，刻本反過來影響鈔本的事例

也不無可能；而在鈔本和刻本各自的系統內部，也都有著屬於自己的衍生變化。文

本只要還存世，就永遠停止不了變化的步伐。

前述兩篇所論都在江戶之前，進入江戶時代後，因藤原惺窩 (1561-1619)、林

羅山 (1583-1657)等接續力推朱子之學，江戶幕府也以朱子學在政治上能輔助統

治，而資助林羅山開私塾，設文庫，建孔廟；朱子學大興。另一方面，作為朱熹經

學思想一環的《詩集傳》，也深受當時學者的重視，且研究成果甚豐。史甄陶〈論

中村惕齋《筆記詩集傳》對朱熹的繼承與發展─以「興」體詩為中心〉一文，

即是探討江戶時代前期朱子學者中村惕齋 (1629-1702)如何闡釋《詩經》「興」體

詩，藉此了解中村氏繼承與發展朱熹《詩集傳》的特點。中村氏特別關注「詩人之

興」，將「興」體詩分為「取義」和「不取義」兩類。中村氏對「取義之興」的闡

釋特點，首先是從體用論和工夫論的觀點，說明其中的含意；其次則是重視以禮解

《詩》，並且也藉禮修正或說明朱熹解釋不足之處。此外，中村氏還注意到漢唐注

疏與朱熹《詩集傳》之間的關係，並藉由前者的觀點修正朱熹的意見。至於中村氏

對「無取義之興」的界定，有兩種條件：一方面中村氏重視叶韻，另一方面中村氏

也並未完全忽視虛詞助字的相應，接受元代朱公遷的意見。透過本文可以看見中村

氏繼承與發展朱子學的特點。同時，在文化傳播上來看，中村氏不僅深究朱熹《詩

集傳》，同時也關注元代和明代《詩經》學方面的著作，闡發其幽微，凸顯其特

色。這對於中國《詩經》學的研究，不啻為一種提醒。由於皮錫瑞在《經學歷史》

中標榜今文經學，將元明時代視為「經學積衰時代」，導致近代經學史的論述多半

不重視元明經學的重要成果，更忽視朱子學在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變化。因此，目

前學界對於這兩方面的研究，略顯不足。藉由中村氏《筆記詩集傳》的「興」論，

除可一窺宋、元、明《詩經》學的發展脈絡，也能了解日本江戶時代前期《詩經》

學的研究方法與闡述特色。

至於朱熹的《詩經》學中，揆其首要，莫過於他提出《詩經》中有「淫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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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因為有「淫詩」的存在，所以朱熹提醒誦讀《詩經》時，要保有「勸善

懲惡」的自覺。基本上，日本的朱子學派學者大多贊同朱熹的說法，但是古學派

（即古義學派和古文辭學派）學者則多以批判的態度面對「淫詩」說、「勸善懲惡」

說。張万民〈朱熹淫詩理論中、日接受之比較〉一文，即是探討江戶時代前、中

期古學派學者對朱熹「淫詩」理論接受之比較。關於「淫詩」，應是歷來朱熹《詩

經》學中最受爭議的問題之一。惟學界大多關注「鄭聲淫」與「鄭詩淫」的辨析，

一般認為朱熹是誤解或是有意誤讀「鄭聲淫」，以支持自己的「淫詩」說。但本文

作者則試圖歸納朱熹「淫詩」說在作者端和讀者端，即「淫者自作」和「勸善懲

惡」兩方面的理論意義，並由此兩端來看日本江戶時代古學派學者，如伊藤仁齋、

伊藤東涯、伊藤東所、奧田三角、荻生徂徠、太宰春臺、中井履軒、仁井田好古等

對「淫詩」說的接受。同時，亦由此兩端來梳理南宋至明、清時代中國學者對「淫

詩」說的接受。通過比較，可看出中、日學者對「淫詩」理論具體議題的不同反

應，及其不同的文化背景。作者認為，中、日學者都難以接受朱熹的「淫者自作」

說，但是日本學者為了反駁朱熹的天理、人欲之辨，都承認「情」、「欲」的合理

性和真實性，反對運用道德判斷。這種思想，變相地承認了「淫詩」或是「淫者自

作」之詩的存在及其合理性。同樣地，對朱熹的「勸善懲惡」說，中、日學者也多

表懷疑或反對。但是日本學者極度重視讀者的能動作用，他們相信即使《詩經》中

有「淫者自作」的「淫詩」，也沒有任何威脅，因為這都是讀者「觀人情」的最佳

途徑。這種從「觀人情」的角度迎回「淫詩」的做法，在中國學者的身上很少見

到。日本學者在強調讀者讀《詩》、用《詩》之中，找到了這些「淫詩」的價值。

姜龍翔〈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之思想主旨探論〉一文，則鎖定江戶時

代中期古文辭學派學者太宰春臺 (1680-1747)《朱氏詩傳膏肓》的思想主旨。作者

鑑於臺灣學界對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雖有成果，大致論明太宰春臺的《詩

經》學觀點，並歸納其對朱子《詩集傳》的論辨條例及方法。但對於太宰春臺究竟

為何要辯證《詩集傳》，仍語焉不詳。所以，此文以釐清太宰春臺撰作《朱氏詩傳

膏肓》的宗旨為探討目標，並查考太宰春臺如何將此主旨落實在讀《詩》，以及批

評朱《傳》的方法中。透過對文獻的考察及分析，得出《朱氏詩傳膏肓》的主要寫

作目的是為辨明《詩經》的政治功能。因為太宰春臺認為，《詩經》主要在展示人

情現象，提供君子施政參考。《詩經》本身並不具備如朱子所以為，可用作閱讀者

自身勸善懲惡，進行自我道德修養之作用。於是在此主旨下，太宰春臺指出《詩集



•   65   •

序跋選錄 《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導言 

傳》之弊在於欲講明義理之學，而過度探求詩歌作者情性、字句章法，忽略了簡明

讀《詩》的原則。透過此文的分析，對於太宰春臺論述《詩經》的主旨及方法，可

有更為一貫體系的了解，並且進一步了解《詩經》在政治方面的應用功能。

馮曉庭〈西山元文《詩經考》「二〈南〉」詩解駁「朱熹說」綜述〉一文，主

要聚焦探討江戶時代中、晚期古學派學者西山元文（生卒年不詳，約為寬政前後時

人）《詩經考‧國風》「二〈南〉」。據西山元文《詩經考》比對《毛詩正義》、朱熹

《詩集傳》，藉以顯明西山元文於朱熹《詩》說的捨用緣由，釐清「古學派」於朱

熹《詩》說的若干態度。作者認為《詩經考》兩度批駁宋人及《詩集傳》「妄」、

「陋」，可以想見西山元文本人甚或「古學派」學者，對於「宋學」以及「朱子

學」極為輕蔑。其次，《詩經考》駁斥《詩集傳》，表面敘述以及表層動機看似全

然針對「朱子學」，實際上卻是基於對漢人以《毛傳》為中心的信任依賴。《詩經

考》於《毛傳》體系尊崇有加，所以在辨析《詩集傳》詩說過程當中，常為正面依

據，而朱熹說義之所以不得成立，也總是因為與《毛傳》體系扞格。再者，除了徵

據《毛傳》，《詩經考》也取用所謂「漢人經傳」，引錄明人《詩》說，尤其是名

物、字義、訓詁，更於宋、明間文獻多有採摘。引錄多元，除了證明《詩經考》

說《詩》能全面考察覽據文獻之外，還說明了西山元文理性治《詩》，不若因人廢

言者流。最後，《詩經考》所說詩義，於《詩》教、《詩》用以及《詩》旨較《詩

集傳》所說，層面相對寬廣。儘管正確與否難以確認，西山元文所據又皆非時代新

說，然而討論皆能指瑕清弊，引人省思，直接證明了西山元文《詩經》學的存在意

義，也間接證明了「古學派」學問的可能用途。

田世民〈中井履軒的《詩經》解釋及其對朱熹《詩經》學的批判性繼承〉一

文，所要探討的對象是江戶時代中、晚期古注學派學者中井履軒 (1732-1817)的

《詩經》學。中井履軒對《詩經》的注解特別用心，撰有《詩雕題》、《詩雕題附

卷》、《詩雕題略》、《古詩逢原》、《古詩得所編》及《古詩古色》等著作，集數十

年之功在這部經典的研究工作上。本文主要以中井履軒對朱熹《詩序辨說》的評論

為線索，並對照《詩雕題》、《古詩逢原》等作品裏的注解文字，來觀察中井履軒

解釋《詩經》的特徵，以及其如何批判性繼承朱熹的《詩經》學。中井履軒以朱

熹《詩集傳》為注解的文本依據，並且主要參考宋、元、明諸儒的詩說，將其注解

集成為《古詩逢原》等著作。中井履軒不管在《詩經》的篇次、詩文字義的詮解，

乃至刪《詩》的處理上，都與朱《傳》有很大的距離，如刪去淫詩及僭禮的〈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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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計三十四篇，且釐正《詩經》的篇次，以圖恢復孔子刪本之舊。作者分析中井

履軒批評朱熹未辨說的《詩序》部分、評論朱熹辨說未穩當者、商榷朱說字義等實

例，認為中井履軒本人仍將其定位為「據文公《集傳》而取舍焉」，並沒有排斥朱

《傳》而另外樹立一套理論架構的意思。由此得出，中井履軒的《詩經》解釋是對

朱子《詩經》學的批判性繼承。

張書豪〈八田華陽《詩經古義解》初探〉一文，主要關注江戶時代中、晚期

折衷學派學者八田華陽 (1762-1817)《詩經古義解》。當時日本《詩經》學受到清

代樸學的影響，一方面跳脫江戶前期朱熹《詩經》學獨尊的局面，一方面也異於

江戶中期任情解《詩》、多元闡釋的風氣，興起重考據、尊《毛序》的復古學風。

因此，此書具尊《毛序》，但對於漢唐至明清的各家《詩》說亦多有采獲，此應

是受其師井上金峨 (1732-1784)折衷學的影響。故於漢宋之間，評論尚稱公允，獨

對朱熹《詩》學，訾議最嚴。作者認為八田華陽作《詩經古義解》，博覽群書，

廣采眾說；並分析《詩經古義解》的徵引文獻，得出上起先秦，下迄明清，多達

八十餘家，而以《毛詩正義》、《呂氏家塾讀詩記》、《欽定詩經傳說彙纂》為主的

結果。八田華陽引書的習慣，有唐代以前多舉書名，唐宋以後則多稱人名，先秦

兩漢諸書，大都直接引用等情況。八田華陽的《詩》學主要主張：1. 詩歌內容是

「思無邪」，因此，極力批判朱熹之說，駁正朱說成為《詩經古義解》首要任務。

2.〈序〉不分大小，〈關雎〉為〈風〉、〈小雅〉、〈大雅〉、〈頌〉四者之始。3. 認為

「賦者，鋪也。直鋪其事，以陳其情；比者，方也。相方彼此，以挍可否；興者，

起也。引譬連類，以起其意」。作者認為，八田華陽對「賦、比、興」的詮釋獨

到，雖未必皆妥貼穩當，卻往往別出心裁，頗富新意，實有可觀之處；《詩經古義

解》訓釋語言簡明易懂，遇有疑義亦不隨便盲從，而是斟酌秦漢典籍，反覆推求以

得古義，深得《毛詩》解經要旨。

張政偉、八百谷晃義合著〈日尾荊山《毛詩諸說》與何楷《詩經世本古義》

之關係〉一文，探討對象則是江戶晚期折衷學派學者日尾荊山 (1789-1859)《毛詩

諸說》與明代何楷（字玄子，號黃如，1594-1645）《詩經世本古義》之關係。作者

以藏於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的日尾荊山《毛詩諸說》寫本比對明代學者何楷《詩

經世本古義》，發現所錄文獻除「案語」外，幾乎全出自《詩經世本古義》。整體

而言，資料經過挑選，屬於節錄性質，將之與朱熹《詩集傳》進行判斷，取捨的情

形不少。作者分析此情況認為，日尾荊山或以為朱熹《詩集傳》為習見之書而不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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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又或於此註記，俟日後補錄。日尾荊山的「案語」多數是進行對資料的判斷，

有些是自己對詞語的考辨、解釋，此是《毛詩諸說》最有價值的部分。作者查考日

尾荊山《毛詩諸說》，雖有錄及他家，間或有案語，然比例太低，由形式與內容來

看，應該是著書前之資料謄錄，起撰之草稿。是以作者推斷：日尾荊山「《毛詩諸

說》靜嘉堂寫本」或為預備撰寫專著時，抄錄整理資料的底本，而被藏書家、抄錄

者誤以為是「專著底稿」而抄寫、裝幀。日尾荊山《毛詩諸說》抄錄何楷《詩經世

本古義》的狀況，不僅可以得知何楷《詩經世本古義》的傳播情形與影響力，或可

更進一步成為明清之際，中國《詩經》學對日本影響之證據及案例。

以上七篇，都是從日本學者的《詩經》相關著作探討其《詩經》觀點與朱熹

之異同比較。種村和史〈翁方綱之斷章取義說的性格以及其《詩經》學史上的位

置〉一文，則是從清代中期（相當於日本江戶時代中、晚期）的學者翁方綱 (1733-

1818)的詩說探討其說與日本江戶時代前、中期學者的比較。此文針對翁方綱的斷

章取義說做論述，分析翁方綱《詩附記》裏所見的「斷章取義」的用法，考察其斷

章取義說的特徵和意義。分析時，著重於翁方綱針對哪位前賢的經說而展開論述，

或如何繼承前賢的經說而加以發展，以便在《詩經》解釋史上定位翁方綱的斷章取

義說。作者認為，在翁方綱之前的中國學者，大多以為斷章取義與詩之原意無關，

所以「不能夠做為解釋的根據」。但是，翁方綱認為斷章取義能夠成為解釋詩句的

根據，也可以作為掌握作詩之意的根據，但不能作為校訂字句的根據。作者分析翁

方綱斷章取義說的界限何在？什麼樣的例子可以算是斷章取義？認為從翁方綱來

看，認定斷章取義的重要因素是該詩句為什麼被使用，是從目的和意圖的層面來看

斷章取義，而此目的和意圖，則是為了闡明詩篇本義。作者認為，翁方綱的斷章取

義說，可以說是繼承了貫通於中國《詩經》學的學術性志向，從歷代學者為了闡明

詩篇本義，而應用斷章取義提出的經說中取捨選擇，加工接受，綜合成了有一貫性

和全體性，有解釋詩篇方法的功能的學說。由此可看出其學術史上的意義。作者更

將翁方綱的斷章取義說以及中國歷代斷章取義說的特點與日本江戶時代學者伊藤仁

齋和荻生徂徠的斷章取義說比較，闡明中、日兩國《詩經》學的差異。最後，作者

特別指出：江戶時代的《詩經》學者明言，他們的《詩經》觀是從中國明代的《詩

經》學著作學來的。可見中國學者對用詩也應該有這樣的認識。但是，經本文所考

察的清朝《詩經》學者的著作，卻很難發現到其痕跡。那麼，明代的《詩經》學解

釋的消長情況，是個值得考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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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學派學者一致批判朱熹《詩經》學的同時，也有學者從考據方面著手，對

中國經書的考據做出努力。其中最受學界稱讚的是山井鼎 (1690-1728)《七經孟子

考文》，他的經典考據論著要比中國清朝的阮元（字伯元，號雲臺、1764-1849）等

學者早出版。張億〈論《毛詩注疏校勘記》對《七經孟子考文》之去取〉一文，正

是探討清代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如何採擇江戶時代中期古文辭學派學者山井鼎

《七經孟子考文》中的《毛詩考文》和對此書看法的論文。作者將散見於各條校記

中的相關資料加以梳理、平議與反思，認為《毛詩注疏校勘記》雖然採錄《毛詩考

文》所云宋板信息、使用《毛詩考文》所云古本信息、採用《毛詩考文》的考案，

但對《毛詩考文》的古本頗不信任，對《毛詩考文》所引宋版也略有微詞。這影

響了《毛詩注疏校勘記》對《毛詩考文》的採擇。《毛詩注疏校勘記》對宋版略有

微詞，在校勘實踐中卻多有諦見，而不信古本，則導致不少有價值的異文被放過。

《毛詩注疏校勘記》對《毛詩考文》所引古本、宋版的不信任，當與《毛詩考文》

本身的不足與校經者的心態、校勘方法有關。不信《毛詩考文》古本，是《十三經

註疏校勘記》的統一意見；而作爲《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的主編阮元，卻對古本頗
爲信任。實際上，《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的主事人是段玉裁，《十三經註疏校勘記》
與阮元對古本依違不一，不是阮元自相矛盾，而是反映了段玉裁與阮元對《毛詩考

文》古本的不同認識。

在《詩經》的注釋方面，經江戶時代晚期至大正時代古注學派學者竹添光

鴻 (1842-1917)集其大成。李雄溪〈竹添光鴻《毛詩會箋》解詁舉隅─與中國說

《詩》者的對話〉一文，認為竹添光鴻《毛詩會箋》於釋義頗有其獨到之處，往往

能平議眾說，提出客觀可信的結論。於是他舉〈邶風‧匏有苦葉〉「深則厲」、〈鄭

風‧山有扶蘇〉「乃見狂且」、〈小雅‧六月〉「六月棲棲」、〈小雅‧瓠葉〉「有兔斯

首」、〈小雅‧苕之華〉「三星在罶」五則為例，分析竹添光鴻如何釋詞，又如何與

中國說《詩》者對話。作者認為，此舉之目的在說明竹添光鴻能詳參中國學者的訓

釋，與中國說《詩》者做跨時空和地域的對話，而且擇善而從，得出令人信服的結

論。這無疑有賴其過人識力和博覽群籍之功。作者也點出：《會箋》的重點在於採

眾多前注再加以補充解釋，但限於體例，竹添光鴻在釋義時多未能充分鋪展，作詳

密論述。但其說卻往往中肯，仍然值得我們重視。

進入明治時代後，日本政府試圖脫亞入歐，全盤西化。傳統中國經學漸不受

重視，只有少部分學者堅守其業，諸橋轍次 (1883-1982)正是其中一人。此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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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清末民初也是一樣。張文朝〈諸橋轍次《詩經研究》與謝无量之盜譯、抄襲

及其影響〉一文，主要探討明治時代中期至昭和時代晚期中國學研究者諸橋轍次與

民初謝无量 (1884-1964)兩者所著《詩經研究》之比較研究。此文旨在究明謝无量

《詩經研究》是否為抄襲諸橋轍次之作及其影響。作者以《詩經研究》之一章〈作

為經的詩經〉為例，比較、分析兩書之結構、引例及論述，歸納出謝書有翻譯、刪

除、對調、改寫、用原書之詩例以說己見等現象，得出謝書確實為抄襲之作的結

果。作者並論述諸橋轍次《詩經研究》在西化主流下，欲從中國傳統經典中求得其

固有之思想、道德，以及《詩經》之經、文、史學之價值。而謝无量《詩經研究》

雖非原創之作，卻為民國初年學界一片揚棄傳統、重整國故聲浪中，少數在傳統上

提供學界參考《詩經》固有思想、道德之書。雖然謝書刻意轉化《詩經》原有的經

學價值，而偏重文、史之論述，但對中、港、臺三地之《詩經》學研究與發展，有

其重要之影響。

本書依各論文所論對象的時代先後，依序介紹。或論經典的實用性，或論中、

日鈔本和刻本的衍生變化，而更多的是就中、日學者的《詩經》相關著作提出己

見。其中，較多論述江戶時代日本學者的著作。眾所周知，江戶時代是日本研究中

國經典著作成果最為豐碩的時代，經學相關著作多達三千一百多種，單就《詩經》

類而言，就有二百四十餘種。而本書僅有八篇論及此時代的著作，可見此部分仍有

待有志之士繼續拓延並深掘。最後，本書得以順利出版，多賴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黃璿璋博士為此書統一體例，再三校閱，於此謹致謝忱。




